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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的 

耦合关系:微观数据实证 

孙红梅 雷喻捷
1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基于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构建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两系统耦合模型,

测算长三角 26个主要城市分别在“十五”末期(2005 年)、“十一五”末期(2010 年)、“十二五”末期(2015 年)、

“十三五”中期(2017 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在横向和纵向的实证分析基础上,使用灰色关联模型计算微观指标间

的灰色关联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两系统耦合度处于中度耦合和低度耦合阶段,协调度处于较高水

平;“十五”到“十三五”期间,各城市两系统耦合度稳定提高,但呈现出区域差异性,上海、苏州耦合程度最高,安

徽省各城市耦合程度和协调程度均偏低;城市产业创新转型发展、现有生态治理水平和环境保护措施是影响城市耦

合发展的关键指标。据此提出政府应促进城市产业和环境规制匹配耦合发展,发挥长三角区域联动优势和比较优势,

完善监督和反馈制度,引导环保资金流向,促进城市产业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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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城市群由江浙沪皖 4 省市的 26 个市组成,该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对外贸易程度均

位于全国前列,但高速增长的经济也带来严峻的产业结构转型、创新投资不足、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破坏等新问题,长三角

城市群正在探索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质量协调发展的新方式。在此基础上,各地政府加快环保政策出台速度、缩短政策制定周期、

加强区域间环保合作、拓宽环境规制手段范围,长三角城市群亟需一体化全产业链升级转型。厘清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之间

的关系和耦合协调进程,并探讨产业转型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关键微观影响因素,对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

态文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基于文献综述的耦合机理 

1.1 环境规制影响城市产业发展 

目前关于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发展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呈现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与观点。 

1.1.1 遵循成本说,环境规制对产业发展具有负面制约作用 

根据古典经济理论观点,企业基于最优化决策会逃避履行环境责任。国外学者率先研究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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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Gray 运用美国制造业 1958-1980 年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将导致制造产业生产率平均每年下降 0.57%[1];Barbera 等[2]和 Gray 等
[3]基于美国数据,研究显示污染产业的生产率与政府环境治理投入、政府政策执行力与规制力强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Kneller

等认为环保研发对非环保研发具有挤出效应
[4]
。国内学者进一步补充,赵细康利用 2007-2014 年广东工业园区数据,认为环境规制

会导致广东污染密集型产业由“中心”向“外围”的空间转移,使企业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5];任梅、王小敏等采用 SBM 模型测

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末端治理,会使环境规制效率显著下降[6]。 

1.1.2 遵循创新补偿说,环境规制对产业发展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波特等人认为,环境规制政策的合理制定与实施,能够加速企业技术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弥补环境规制带给企业成本的增加,

在市场上获得响应的“先动优势”,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赢”,提升产业竞争力。 

De Vries 等基于 14 个 OECD 国家 1970-2000 年数据,实证环境规制政策会加速产业的技术创新[7];白雪洁和宋莹采用三阶段

DEA模型,研究显示在环境规制作用下,火电行业整体的效率水平显著提升[8];蒋伏心和王竹君等实证证明环境监管规制手段,会对

技术创新产生直接影响,且会通过 FDI、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等要素产生间接影响[9];Rubashkina 基于波特假说,运用 1997-2009

年欧洲 17 个国家的制造业数据,发现环境监督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10]
;韩国高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数据,只有适当的环境

规制才有利于激发企业创造力、缓解产能过剩[11]。 

1.2 环境规制与城市产业发展的耦合机理 

“耦合”起源于物理学,是对体系之间关联程度的度量,可以表示模块之间相互联系程度[12],运用 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

市场绩效)分析范式角度,探索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的耦合机制(图 1)。 

1.2.1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市场结构 

第一,对市场需求的影响。 

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对环保产业的需求。随着社会整体环保意识提高,绿色消费理念下形成的巨大绿色消费市场使经

过环境认证的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如 Lanoie 等基于对 7 个 OECD 国家的 4000 项设施采购调研,发现 43%以上的设施采购需要评

估供应商的环境绩效[13]。 

第二,对市场进入堡垒的影响。 

一方面,环境规制易形成环境规制的技术堡垒,阻碍新的企业进入,不利于产业创新发展,如排放规制会对清洁技术种类和水

平进行限定;排放总量规制对污染控制技术进行限定。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技术会增加研发投入成本,对产业潜在进入者形成资

金堡垒。 

第三,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张成和于同申[14]、李虹和邹庆[15]均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不仅可以提升优势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地区产业的优化和适度集中,

还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趋同,形成环境规制倒逼机制推进城市的产业转型发展。 

1.2.2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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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响。 

政府实施环境规制会给企业带来积极应对和消极退出两种不同策略。黄光灿等基于 2005-2016 年的面板数据,认为技术创新

与外商资本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16],留下的产业会不断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创新,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带来的环

境问题。 

第二,对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企业外在压力和企业创新调整的信号,产业为了获得环保竞争优势,将不断研发创新加大环境技术的积累。同时,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存在一定地区差异性和滞后性,丁显有等研究表明,上海、浙江整体绿色发展效率、创新发展效率和绿色创

新协同效应均优于江苏[17]。周柯等研究发现只有当技术创新水平超过相应的门槛时,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在促进产业升级中的正

向效应才得以发挥[18]。 

1.2.3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市场绩效 

第一,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环境规制会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朱晋伟等[19]、郑春美等[20]、吕明洁等[21]、陈鲁夫等[22]、王婧等[23]等从政府补助、税收优惠、

行业专业政策、生产要素、环境规制手段、需求多样化等角度,探索对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绩效影响。 

第二,对生产率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具有整体的外部性特征,政府利用补贴、政策等形式进行市场干预,促使企业边际成本下降到社会成本,以最

优的产量进行生产,提高产业的生产率。Alpay 等对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食品加工业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美国行业生产率的影

响为负,但对墨西哥的影响为正[24];龙小宁等基于1998-2017年中国制造业数据,表明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而提高产业利润

率[25]。 

环境规制与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并通过彼此相互作用使得对方属性放大或者缩小,彼此

之间存在耦合关系,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高度强调形成“1+1>2”的环境保护效果,及时充分掌握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关

系,为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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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指标选取 

基于环境规制与城市产业发展的耦合机理,借鉴周柯[18]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并根据长三角城市群的实际情况,遵循系统性、科

学性和可达性原则,城市产业发展系统选取了产业市场结构、产业市场行为、产业市场绩效三层次的指标,环境规制系统选取了

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压力和环境规制保护三层次的指标,最终选择 12个指标表示产业发展和 11个指标表示环境规制(表 1)。 

表 1 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耦合模型指标和熵值法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方向 表示 权重 

城市产 

业发展 

产业市场结构(0.13032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正向 x1 0.043424 

城市人口密度(人/km2) 反向 x2 0.043474 

人均 GDP(元) 正向 x3 0.043425 

R$D 经费支出(亿元) 正向 x4 0.043500 

产业市场行为(0.217388) 

节能环保支出(亿元) 正向 x5 0.043533 

科学技术支出(亿元) 正向 x6 0.043509 

专利申请受理量(项) 正向 x7 0.043437 

专利授权量(项) 正向 x8 0.043410 

产业市场绩效(0.173778) 

新增固定资产(万元) 正向 x9 0.043383 

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正向 x10 0.043466 

工业增加值(亿元) 正向 x11 0.043439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正向 x12 0.043491 

环境 

规制 

环境规制水平(0.17399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正向 y1 0.043472 

城市用水普及率(%) 正向 y2 0.043529 

城市排水管道长度(km) 正向 y3 0.04346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y4 0.043531 

环境规制压力(0.174093)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 t) 反向 y5 0.043522 

二氧化硫排放量(t) 反向 y6 0.04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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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尘排放量(t) 反向 y7 0.04349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 t) 反向 y8 0.043524 

环境规制保护(0.130421) 

城市污水处理率(%) 正向 y9 0.043501 

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万 t) 正向 y10 0.043459 

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万 m3/日) 正向 y11 0.043461 

 

注:进行了数据统计差异处理 

2 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2.1 数据来源及权重处理 

为了获取长三角区域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情况,以及进行同级行政单位之间比较,选取上海,江苏省

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

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原始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财政税收统计年鉴》《中国高新技术统计年鉴》及 26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原始数据同时有正向和负向指标,为使各市数

据更具有可比性以及消除原始数据之间量级和方向差异,消除数据处理主观因素,对原始数据进行熵值法处理。 

首先,对于不同方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避免标准化数据出现0,将标准化后数据统一加 1。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其中,Xij是第 i个城市中的第 j个指标的真实值,X′ij、Xmax、Xmin分别为真实值的标准化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次,计算指标 i在第 j个样本城市的比重,如公式(3): 

 

然后,计算指标 i的熵值,如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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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计算第 i个指标的差异系数,如公式(5): 

 

最后,计算第 i个指标的权重,如公式(6): 

 

熵值法处理后,指标体系构建、方向、表示、权重如表 1。 

2.2 耦合模型分析 

2.2.1 耦合度模型 

根据已求出的指标权重,计算两系统的综合得分并计算其协调度,Fx 和 Fy 分别为城市产业发展和环境规制系统的综合发展水

平。 

 

耦合度模型计算公式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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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为调节系数,因为研究的是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所以令 k=2。 

2.2.2 耦合度评价体系 

根据公式(9),计算出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的耦合度 C,参考王仁祥和陆鹏飞[26]的划分方法,将耦合度划分为 5种类型(表 2)。 

表 2 产业创新发展与环境规制耦合模型指标和熵值法权重 

C 耦合度等级 Fx>Fy Fx<Fy 

0.8<C≤1 良好耦合 环境规制滞后 产业发展滞后 

0.6<C≤0.8 中度耦合 环境规制滞后 产业发展滞后 

0.4<C≤0.6 低度耦合 环境规制滞后 产业发展滞后 

0.2<C≤0.4 中度磨合 环境规制滞后 产业发展滞后 

0<C≤0.2 严重磨合 环境规制滞后 产业发展滞后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等公开统计资料 

当 Fx=Fy时,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属于统一协调等级下同步发展。 

2.2.3 耦合度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十五”末期(2005 年)、“十一五”末期(2010 年)、“十二五”末期(2015 年)、“十三五”中期(2017 年)长三角

26个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耦合度计算结果(表 3),分析各市耦合度、磨合度、发展协调性。 

(1)整体耦合程度偏低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始终耦合进步发展。“十五”到“十三五”,长三角各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耦合协调度

仍然较低,只有上海市达到良好耦合阶段,数值为 0.8208,江苏和浙江所有城市耦合度均在 0.5-0.7 之间,处于中度耦合和低度耦

合之间,安徽所有城市均处于低度耦合阶段,产业发展滞后。 

(2)空间分布上,长三角 26市耦合度和协调差异性显著 

一方面,长三角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耦合区域不均衡。26 个城市中,上海耦合水平最高,“十三五”中期耦合度已超过

0.8;江苏平均耦合度是 0.5218,苏州、南京、无锡、南通超过0.6,江苏省近十年大力实施“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深入实

施环境保护制度改革;浙江省平均耦合度为 0.4936,增速整体慢于江苏省,除杭州、宁波,其余城市整体耦合度均低于 0.55;安徽

省耦合度最低,只有合肥、芜湖超过0.5,甚至安徽省会合肥还未达到江苏省镇江的耦合水平,跟长三角其他城市相比,安徽各市产

业发展缓慢、环保政策实施行动力弱,亟需吸纳上海、江苏、浙江的成功发展经验。 

另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滞后于环境规制。在所考察的 26个市中,仅有上海和苏州的环境规制水平滞后于产业发展

水平,其他各城市产业和环境逐渐呈现均衡同步发展趋势。第一发展梯队为上海和苏州,“十二五”期间,上海和苏州环境规制力

加大,政府高度关注生态环境和治理,已试点率先实行多项环境保护政策,如垃圾分类立法、多部门环境联合执法与问责制度等。

第二发展梯队为南京、无锡、常州、南通、盐城、泰州、杭州、宁波,到“十三五”期间,环境和产业两系统差值均小于 0.1,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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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全面促进经济产业创新转型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第三发展阶段为其他各市,到“十三五”中期,安庆、滁州、池州、宣城产

业与环境耦合度差异甚至超过 0.2,城市产业发展比较严重地滞后于环境发展。 

表 3 长三角 26市耦合度、协调度及发展协调性程度 

 2017 年 2015 年 2010 年 

耦合度 耦合级 发展协调性 耦合度 耦合级 发展协调性 耦合度 耦合级 发展协调性 

上海市 0.8208 良好耦合 环境规制滞后 0.6785 中度耦合 环境规制滞后 0.6399 中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南京市 0.6340 中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6034 中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969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无锡市 0.6190 中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6085 中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32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常州市 0.577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331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766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苏州市 0.6797 中度耦合 环境规制滞后 0.6434 中度耦合 环境规制滞后 0.5642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南通市 0.6027 中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446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669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盐城市 0.533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97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423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扬州市 0.5722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26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726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镇江市 0.5560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320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761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泰州市 0.5458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078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61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杭州市 0.6296 中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932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96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宁波市 0.6072 中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851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080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嘉兴市 0.513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933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58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湖州市 0.5130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986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63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绍兴市 0.5398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273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628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金华市 0.5079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887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53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舟山市 0.5039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31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673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台州市 0.5178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081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64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合肥市 0.5516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5331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708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芜湖市 0.513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907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362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马鞍山市 0.456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396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247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铜陵市 0.4704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53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141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安庆市 0.4608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56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279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滁州市 0.4676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62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412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池州市 0.4619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569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378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宣城市 0.4545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433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0.4401 低度耦合 产业发展滞后 

 

注:“十五”期间长三角城市群均表现出产业发展滞后,与环境规制低度耦合,因此表中不再列示。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年

鉴等公开统计资料 

(3)时间分布上,长三角城市群环境与产业发展耦合度平稳提高 

“十五”到“十三五”阶段,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耦合度显著提高,26 个城市耦合度增速排名,上海>苏

州>杭州>南京>南通>宁波>无锡>扬州>合肥>常州>镇江>泰州>芜湖>绍兴>盐城>嘉兴>湖州>舟山>台州>铜陵>安庆>金华>滁州>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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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州>马鞍山。上海总体耦合度提高 0.3358,而马鞍山 12年期间仅提高 0.0244。 

首先,“十一五”期间,除上海市耦合度增速快以外,其他各市产业与环境耦合度增长均不到 0.07,马鞍山耦合度呈现负增

长。其次,“十二五”期间,长三角各城市产业与环境耦合度增速明显快于“十一五”期间,但安徽省各市增速相对缓慢;此阶段,

安徽尚未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成员省,环境规制与城市产业发展均落后于江苏和浙江。最后,“十三五”期间,2017 年仅为进入“十

三五”期间的第二年,上海市和江苏省各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耦合度增长值已基本达到“十一五”期间的增长值,浙江省和安

徽省增长动力不足,舟山首次出现负增长,存在海岛产业发展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海岛产业结构亟需升级优化;上海市和江苏

省对环境保护投资的规模在数量和程度上都远远高于安徽省,产业发展对环境具有正向反馈作用,较高的产业经济发展水平正式

实现环境规制投资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2.2.4 协调发展模型分析 

当各系统的发展水平较低且相对接近时,耦合度不能准确和清楚地反映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可建立协调发展模型详细分析,

协调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10): 

 

其中,a和 b反映两个系统的重要程度,将二者看作同等重要,即 a=b=0.5。 

参考王仁祥和陆鹏飞 [26]的划分,将协调度划分为七种类型:完全协调(D=1);高水平协调(0.8≤D<1);较高水平协调

(0.5≤D<0.8);中等水平协调(0.3≤D<0.5);低等水平协调(0.1≤D<0.3);极度失调(0<D<0.1);完全不协调(D=0)。 

计算得到长三角 26 个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的协调度,“十三五”中期,上海市率先进入高水平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度

=0.8642),其他城市协调度处于 0.5-0.8 之间,达到较高水平的协调。总体来看,除马鞍山协调度没有明显增长外,其余各市协调

度均在稳定提高,产业和环境发展相互正向促进。近几年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取得较大成效,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与环境规制政

策产生较强的相互协调作用。 

2.3 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 

2.3.1 关联分析法模型 

城市产业发展和环境规制,受很多复杂信息和不确定性要素影响,适用于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直

接找到产业发展和环境规制两系统之间耦合力的重要驱动力。 

首先,根据公式(1)和公式(2)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次,求差序列,见公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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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原数据序列, 为另一系统的比较数列,分别计算两极最大极差和最小极差记为 M和 m。 

接着,计算关联系数,引入ρ,根据最小信息原理,令ρ=0.5,得到公式(12): 

 

最后,计算灰色关联度公式(13): 

 

2.3.2 灰色关联度实证结果分析 

按照朱福林等[27]的分类标准,计算产业发展系统下的市场结构、行为、绩效与环境规制系统下的规制水平、压力、保护两两

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结果见表4。 

表 4 长三角 26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指标灰色关联度 

指标 
环境规制水平 环境规制压力 环境规制保护 

平均值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产业

市场

结构 

x1 0.8088 0.6538 0.8321 0.6871 0.6756 0.6530 0.6824 0.6852 0.7059 0.7962 0.8005 0.7255 

x2 0.7987 0.7518 0.6762 0.8215 0.8200 0.7953 0.8437 0.8275 0.7730 0.6434 0.6479 0.7635 

x3 0.8098 0.6551 0.8288 0.6889 0.6772 0.6546 0.6844 0.6877 0.7081 0.7934 0.7976 0.7260 

x4 0.6778 0.5521 0.9355 0.5769 0.5780 0.5505 0.5955 0.5794 0.5917 0.9592 0.9483 0.6859 

产业

市场

行为 

x5 0.6621 0.5380 0.9059 0.5604 0.5608 0.5346 0.5843 0.5629 0.5759 0.9411 0.9313 0.6688 

x6 0.6705 0.5459 0.9228 0.5696 0.5703 0.5441 0.5847 0.5718 0.5855 0.9551 0.9437 0.6785 

x7 0.7170 0.5797 0.9320 0.6085 0.5990 0.5809 0.6174 0.6017 0.6222 0.9118 0.9072 0.6979 

x8 0.7197 0.5844 0.9245 0.6136 0.6015 0.5861 0.6210 0.6037 0.6277 0.9043 0.8975 0.6985 

产业

市场

绩效 

x9 0.7768 0.6287 0.8634 0.6661 0.6501 0.6300 0.6633 0.6554 0.6772 0.8348 0.8326 0.7162 

x10 0.7345 0.5876 0.9177 0.6216 0.6212 0.5877 0.6384 0.6268 0.6298 0.8898 0.8884 0.7040 

x11 0.7240 0.5893 0.9454 0.6199 0.6042 0.5907 0.6211 0.6080 0.6345 0.9127 0.9065 0.7051 

x12 0.6780 0.5525 0.9330 0.5783 0.5778 0.5515 0.5940 0.5796 0.5922 0.9652 0.9481 0.6864 

平均值 0.7315 0.6016 0.8848 0.6344 0.6280 0.6049 0.6442 0.6325 0.6436 0.8756 0.8708 0.7047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等公开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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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知,所有指标值间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 0.53,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微观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强,现有环境水平、

环境保护效果和产业市场结构相关的因素是促进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将各指标由大到小进行排序,23 个微观指标

中,平均关联度在 0.6-0.7 间的有 13 个,0.7-0.75 间的有 6 个,其中有 3 个指标超过 0.85,表明产业发展和环境规制各微观要素

之间的关联性较强。环境规制体系中平均关联度最高的三个指标是 y3(城市排水管道长度)、y10(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y11(城市

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均来自环境规制体系下的环境水平与环境保护,表明政府强制实施有效的环保举措,能够高水平规范市场行

为,促进产业转型发展。产业发展体系中平均关联度最高的三个指标是 x2(城市人口密度)、x3(人均 GDP)、x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三个指标均超过 0.73,都属于产业市场结构,表明产业市场结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力最大。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十五”到“十三五”期间,长三角各城市群环境规制和产业协调发展,第一,发展耦合度稳步提高,但整体仍偏低,尚未形

成良性互动机制。第二,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上海和苏州耦合协调度高,率先进入环境规制滞后于产业发展阶段;安徽各

市产业发展系统与环境规制系统参量数值差异仍较大。第三,整体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耦合度显著提高。第四,环境规制与产业

发展各微观指标间灰色关联度高,产业市场结构、现有环境发展水平与环境保护成效对模型耦合驱动作用最强。 

3.2 建议 

根据实证结果,从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城市产业升级发展与环境规制会产生“1+1>2”的协同放大效应。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产业、环境转型升级的关键

时期,长三角起着带头引领的作用,长三角城市群通过促进产业与环保的协调互动,为全国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保护提

供动力;各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相应的耦合发展战略,探索城市群生态产业与经济耦合发展机制。 

第二,发挥地区联动优势和比较优势,探索城市协同发展机制。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市要继续保持协调优势;苏南的城

市和浙北城市要充分利用地域优势,不断学习先进的创新环保技术;苏北地区和安徽省各市要调整产业布局,补齐短板,提高环保

创新力,明确城市功能与发展地位。各个城市间培养环保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共同打造环境保护与城市创新科技开放平台,充分发

挥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优势,推动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引领和辐射周边城市。 

第三,建立正确的城市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的监督和反馈系统,提高耦合效率。要继续完善制定产业经济和环保机制相协调

的法律法规;加强各项环保政策与行业、区域市场的协同配合度,完善配套设施,增强技术支持能力,如进一步探索如何恰当灵活

使用排放权和环境税费,规范与提高生态污染风险评估和生活污染损害评估技术,健全污染源监测和执法的实时网络评价和监管

体制,促进环境经济政策的全面有效实施;形成健全的环境损害成本负担机制,处置污染成本的责任不明确,将导致市场主体规避

大额资金投入环保、防控环境风险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所以,要通过实行特殊产业税收优惠和建立指导性基金,引导政府、企

业、个人的金融资本流向环境保护、产业技术创新、节能环保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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